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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薪能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
幸福感吗

———基于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感的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胡咏梅近照

胡咏梅，元　 静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自幸福感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聚

焦高校教师群体的幸福感研究相对欠缺。 据统计，我国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幸福感处于中

等水平，且工资水平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以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基
于调查数据检验收入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西部高校教师

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在不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高校类别间存在显著差

异；第二，应发工资水平对教师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本工资占比和工资期望有

显著负向影响；第三，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收入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第四，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工作生活平衡感在男

教师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中介作用，而工作压力在女教师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

此，建议国家在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中，加强对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引
导高校提高人员经费支出比例与薪酬支出占比；在完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
建立人员经费支出增长与高校经费收入增长挂钩的投入机制，保证绩效工资支出和福利

待遇支出的稳步增长；逐渐缩小教师实际工资与期望工资的差距，以发挥工资激励作用；
高校兼顾经济性激励和非经济性激励，为教师创设自由、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满足高校

教师自主教学与科研的内在需要，促使其在工作和生活状态中达到平衡，从而提升高校教

师群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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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学术职业环境中的竞争愈发激烈。 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如“９８５ 工程”、“双一

流”建设和学科评估制度的驱动下，高校对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绩效考核要求。 为了激励教师的

科研产出，许多学校设置了高额的科研绩效奖励，对于发表在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的文章给予高额奖

金。 比如，一些高校对于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期刊发文的教师给予 １０ 万元及以上奖励，甚至对人文社科

领域发表在 ＳＳＣＩ 期刊上的文章也动辄给予数万元奖励。 这种由行政力量主导的量化评价机制，使得

高校教师被强制性地裹挟于“学术锦标赛”之中［１］。 从短期来看，这种扭曲的“学术锦标赛”机制能够

有效促使教师发表更多数量的论文，申请更多数量的课题，教师也能获得更多的绩效奖金，从而提升

其薪酬水平。 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机制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并且会极大地挫伤教

师个体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内部驱动力，增加教师的考核、评聘等压力。 同时，多数高校教师（尤其

是青年教师）为了达到学校的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于工作之中，工作对生活的溢出使得教师工

作与生活的不平衡感增加，进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影响其幸福感。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质量的高校教师队伍，吸引、留住和激励教师不仅需

要为教师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作条件，更需要让其在工作岗位上有幸福感。 “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

有幸福感”已然成为新时代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领导者、美
国心理学家迪纳（Ｄｉｎｉｅｒ）指出，幸福感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升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感知和向往。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能够提升组织绩效和员工生产效率［２－３］，对劳动力市场的产出具有潜在的

驱动效应［４］。 教师职业幸福感是影响教育组织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 ＯＥＣＤ 在 ＰＩＳＡ ２０２２ 测试框

架中正式提出教师职业幸福感测评框架，表明幸福感研究已在国际教育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 随着

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不断追求，我国在幸福感方面的研究大有迎头追赶之

势，但在教师幸福感研究方面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微观视角的探讨，聚焦高校教师

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机制研究更为少见。 因此，本文对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形成机制展开研究，旨在揭示

如何提升高校教师这一庞大教师队伍的幸福感。
面向我国高校教师薪酬和从业状况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①，我国高校教师平均幸福感达中等

偏上水平。 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样本教师幸福感较低的比例在 ２５％左右，而西部地区样本中这一

比例近 ４０％ ，高出东、中部地区十多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工资与东、中部地区相

比尚存在较大差距，剔除价格指数因素后，东、中部地区教师月应发工资水平分别约是西部地区教师

的 ２． ９６ 倍、１． ７３ 倍，年总工资分别约是西部地区教师的 ２． ９５ 倍、１． ７３ 倍。 目前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平

均工资水平较低，月应发工资的均值为 ６ ９６３ 元，中位数仅有 ６ ０００ 元；年总工资均值为 ９． ７ 万元，中
位数为 ８． ０ 万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９７ ３７９
元，可见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平均年总工资刚与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相当，而高

校教师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显然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高校

教师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平均回报率理应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目前，西部高校教师群

体的工资水平低，很难满足教师群体的工资期望。 因此，本文聚焦于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幸福感研究，
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入手，讨论涨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教师幸福感，以及能否通过缓解教师在

工作中的消极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等问题，以期从薪酬改革的视角为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幸福

·５３·

胡咏梅，元静． 涨薪能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吗：基于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感的序列中介效应分析［Ｊ］ ．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６）：３４－５４．

① 调研结果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师工资制度改革研究（７１８７４０１５）部
分调查数据。



感、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幸福感（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
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对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都至关重

要［５］。 自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多。 米雷特（Ｍｉｒｅｔ）等认为，
幸福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可评估的幸福感（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另一类是体验幸福感（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６］。 可评估的幸福感是指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也可表述为生活满意

度（包括工作满意度、财务满意度、健康满意度等方面）；体验幸福感是指人们体验到的积极和消极情

绪，也被称为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在某些情形下，这两类幸福感并不一致。 比如，一
些高收入者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但主观幸福感却较低。 ２０１５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了

《国民幸福报告 ２０１４》，从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个方面对构成幸福的密码进行解读。 该调

查发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但是主观幸福感并不高（北京、上海居民幸福指

数①在接受调查的 ２９ 个省市中并列第 ７ 位） ［７］。 本研究将聚焦我国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即高校

教师从工作和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并从收入的角度探究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分为单题项和多维度的测量工具。 单题项的测量方法具有易于应用、直

接、低成本等优点，通常有较高的作答率。 在一些大规模调查中，通常应用单题项测量方法，例如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使用了“０ ～ １０”计分的 １１ 点计分方式，《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使用了同样的调查方式。 然而，单题项测量方法也有较多的缺陷，一些研究中的单题测量的

信效度相对较低［８］。 Ｄｉｅｎｅｒ 提出主观幸福感应当包含消极体验、积极体验和生活满意度 ３ 个部分，以
便从多个维度更全面地测评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９］。 许多学者基于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及彼此

之间的关系开发出了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量表［１０］，分别用于不同层面的员工主观幸福感

的研究，而不是员工体验的对于生活和工作整体的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基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收

入对高校教师工作和生活整体感受的影响。 众所周知，高校教师的工作时间弹性较大，工作和生活的场

所也难以严格区分，工作代入家庭和生活场所，通常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大。 因而，本研究对于

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适合采用单一题项的测量方法，且易获得高的作答率。
（二）幸福经济学主要议题：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幸福经济学的产生源自“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在《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的

命运？ 一些经验证据》一文中提出，在国家内部收入较高的个体更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在国家层面居

民平均幸福感不会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而改善，这产生了明显的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引起了学术

界的广泛争议，而后很多研究围绕这一悖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展开［１１］。 在这一部分，本文主要讨论

微观层面上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议题。 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得到了学界广

泛认可，这是由于货币性收入可以直接给个体带来愉悦体验。 同时，收入是个体或家庭改善生活质量

的重要约束条件，这也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来源［１２－１３］。 因此，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相关联的事实

是没有争议的。 不过，学界关于这种关联的特点与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
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一般而言，绝对收入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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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１４－１５］，甚至一些研究得到高收入群体主

观幸福感更低的发现［１６］。 也有研究表明，即使在高收入群体中，主观幸福感水平仍与收入正相

关［１７］。 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对收入变量的处理方式不同，当分析原始收入时存在相对较强的

曲线效应，相比之下，将收入取对数处理时很少发现曲线效应的证据。 两种处理方法的解释是存在差

异的，原始收入水平反映了主观幸福感随收入水平变化的单位变化，而对数处理后则反映了随收入比

例变化的单位变化。 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相同收入水平变化和比例变化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由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到相对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相对收入既可以来自与过去收入

的比较，也可以来自与社会参照组的比较。 个体过去的收入与其当前的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这主要

是由于适应效应的存在①，在长期内适应效应消除了一半以上由收入增加带来的正向效应［１８］。 伊斯

特林提出收入影响源于人们的社会比较［１９］。 一些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例如，鲁特莫

（Ｌｕｔｔｍｅｒ）在控制个人收入的情况下，发现生活在较贫穷社区的个体实际上比生活在较富裕社区的人

更幸福［２０］；费雷里（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发现社会比较效应是不对称的，低于参照组收入的个体生活

满意度较低，然而高于参照组收入的个体生活满意度并没有提高［２１］。 博伊斯（Ｂｏｙｃｅ）等提出收入等

级假说，认为收入带来的效用取决于收入排名，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却不能提

高所有人的幸福感［２２］。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存在差

异。 有研究表明，收入损失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收入收益［２３］。 还有研究表明，收入的使用方式

会影响幸福体验，将收入用于体验或物质消费均被验证可以增强主观幸福感［２４］。 然而，这类研究相

对较少，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体验消费支出和物质消费支出的界限是模糊的。 此外，一些研究关注到收

入效用的个体差异。 例如，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年轻和年长样本，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在中年样

本中表现出更强的关联性［２５］。 还有研究发现，疾病和离婚等负面生活事件对穷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要比富人大得多，由此，收入可能与生活事件相互作用于主观幸福感［２６］。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直接相关，使得少有研究关注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 然而，收入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是它

能帮助人们满足基本需要［２７］。 基于此，我国一些学者以个体对收入的评价（如薪酬满意度）作为中介

变量，即个体收入水平通过对个体需要的直接满足程度来影响其幸福感［２８－２９］开展了研究。
综上，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学界围绕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 本文

主要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方面梳理了基于微观数据的部分研究，为
针对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设计提供支撑。

首先，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是相关议题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相对收入

的作用。 本文以高校教师从任职单位获得的报酬即应发工资来衡量绝对收入水平，以教师期望提高

的工资比例作为相对收入指标。 既有研究多是以他人或者个体过去收入为参照衡量相对收入，本文

的工资期望指标则可以看作是高校教师在与他人、过去收入、个人付出比较后的综合反映，因此可以

更全面地反映相对收入。 此外，本文还将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基础上进行拓展，考察工资结构对教

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其次，关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探讨，既有研究很多关注到收入效用在不同情况下的差

异，对于中介机制的分析相对欠缺。 本文聚焦于具有高学历、高社会地位的高校教师群体，对于这一

群体而言，涨薪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其主观幸福感需要实证数据的检验。 在学术职业环境竞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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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ｒｉｃｋｍａｎ 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认为，人们被困在“享乐跑步机（ｈｅｄｏｎｉｃ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中，对当前环境的适应阻止了主观

幸福感的持续增长。 根据这个观点，环境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期的，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适应［１８］ 。



益激烈的背景下，涨薪是否能够通过影响教师一系列的工作感知进而影响其幸福感，需要通过路径分

析探索其中的作用机制。
（三）不同特征教师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Ｄｉｅｎｅｒ 等讨论了人口统计学（年龄、性别、教育、健康）、心理特征（人格、目标、适应性、智力）、社
会关系（宗教、婚姻）等各类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２７］。 鉴于本研究需要考虑高校教师的职业特

点，这一部分重点论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与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本文研究设计部分控

制变量的选择提供依据。
就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女性通常有略高的幸福感［３０］。 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女

性一般会报告比男性更高的认知评估指标，卡内曼（Ｋａｈｎｅｍａｎ）等对 ＧＨＷＢＩ 数据的分析验证了这一

观点，即女性自评的幸福感指数和工作压力水平均较高［２６］；其二，有研究从劳动力市场预期角度进行

分析，一般而言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低于男性，因而平均来看任何给定的工作结果都会使得女性

比男性有更积极的评价［３１］。 就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研究来看，尚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些

研究发现，男教师的幸福感高于女教师［３２－３３］，高校女教师通常具有高学历水平和专业化知识背景，对
劳动力市场预期可能高于女性的平均水平，这就使得女教师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又要兼顾

家庭，因而比男教师有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导致其幸福感相对较低。 另一种结论则相反［３４］，在社

会分工的影响下，女性自身对教师这一行业的认同感较强，因此容易获得幸福感，而男性教师对于职

业发展则有更高的期待，不容易安于现状。
就年龄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主观幸福感和年龄之间存在 Ｕ 型关系。 霍克斯（Ｈａｗｋｅｓ）发现

青少年时期个体幸福感处于高峰，４５～ ４９岁下降到最低点，７０ 岁左右幸福感再次上升［３５］。 虽然这一

发现被广泛接受，但目前对于幸福感为什么会这样表现学界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３６］。 关于高校教师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了与 Ｕ 型关系不同的结果。 如在以中国高校教师为对象的研究中，
多数得到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的结论［３２，３７－３８］，这可能与青年教师面临的学术职业环境竞争

激烈有关。 近年来，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聚焦于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问题，探讨提升这一群体教师幸福

感的机制［３３，３９］。
就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婚姻及稳定的伴侣关系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重要影响，

而分居、离婚和丧偶会产生消极影响［４０］。 不过，婚姻是一种个人选择行为，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幸

福，既可以表明婚姻带来幸福，也可以表明有更多幸福体验的人更有可能首先结婚。 例如，有研究发现，
与婚姻相关的幸福感差异更多的是因为那些单身时更快乐的人未来更有可能结婚［４１］。 总之，积极和谐

的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这在以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３８，４２］。
就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来看，身心健康状况可能在主观幸福感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６，４３］。

在早期的研究中，有研究指出，只有自评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一致相关，但当使用客观身体健康指

标时，这种相关性减小［４４］。 Ｄｉｅｎｅｒ 等指出，客观的身体健康指标并非测量个体整体健康状况的良好

指标，这是由于医生可能未掌握相关健康状况的完整信息，也不了解这些状况对被试整体观点的影

响［２７］。 因此，在讨论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自评健康状况有更强的解释力。 研究表明，高校教

师自评健康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４５］。
综上，性别、年龄、婚姻和健康状况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关联。 不过，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

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尚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尤其是随着社会认知和环境的变化，这些差异可能发生改

变。 高校教师职业具有其特殊性，以上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同，这在部分以高校

教师为对象的研究中得到论证。 本文在探讨收入与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将对以上变量加

以控制。 此外，本文还将结合高校教师的工作特点，以教师所任职高校类别、教师岗位类别作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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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这在已有研究中较少被关注。
（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与教师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关于收入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可以从付出－回报失衡模型进行解释。 在西格里斯特（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提出的三元付出－回报模型中，回报（包括薪资、尊重、晋升 ／工作保障）作为一项独立要素影响员工的

身心健康结果，低回报会挫伤员工对劳动交换中回报等价的基本预期，从而产生负面情绪［４６］。 里维

（Ｒｅｅｖｙ）等针对美国非长聘教师的追踪调查发现，低工资水平或收入不平等是这一教师群体的重要

压力来源之一，经济上得不到保障的教师更可能面临负面健康结果的风险［４７］。 关于收入对工作生活

平衡感的影响，学者和实践者多从全面薪酬和社会福利角度提出促进协调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策略，弹
性工作制度、休闲制度和员工福利支持制度被认为是有效的实践经验［４８］。 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工

资水平、薪酬公平感与员工工作生活平衡感之间的直接联系［４９－５０］。 至于高校教师，收入与工作生活

平衡感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有待更多证据的支持。
溢出理论认为，工作领域的影响会溢出到工作之外的生活领域［５１］，在工作中感到压力更大的个

体更有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历不平衡［５２］，而在工作压力水平较低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对家庭等生

活领域的干扰更小，个体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与情感投入生活中［５３－５４］。 有研究发现，工作生活冲突在

工作压力对高校教师焦虑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５５］。 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工作压力、
工作生活平衡感变量来检验高校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与假设

本文主要选取了 ３ 个衡量高校教师收入的指标，分别为应发工资水平、基本工资占比和工资期

望。 应发工资水平衡量了教师绝对收入水平，由 Ｓａｃｋｓ 等的研究可知，绝对收入水平在决定人们幸福

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５６－５７］。 高校教师群体可能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从工作获取的工资水平越

高，教师的积极情绪体验就越多。 基本工资占比衡量教师的工资结构，基本工资属于保障性工资，该
项工资占比大意味着高校教师可以从工作中获取份额较高的保障性收入，可能会对教师的主观幸福

感产生积极作用①。 工资期望衡量教师实际工资与期望工资的差距，高工资期望表明教师期望的收

入与当前实际收入水平相差较大，即教师认为当前的收入与自身价值和付出不匹配，从而可能产生消

极情绪体验。 综上，本文选取的 ３ 个衡量教师收入的指标应与教师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同时，本文还将进一步讨论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我们认为，收入可能会通过影响

教师在工作中的体验，进而溢出到生活领域，从而影响其对工作和生活的全面体验。 由此，本文引入

了工作压力和工作生活平衡感变量作为中介变量，以探讨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既有

研究发现，个体感知到的压力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有关，表现为较低的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和职业

满意度，以及较高的消极情绪［５８］。 此外，低工资水平是员工的重要工作压力源之一［４７，５９］，而来自工作

的压力会扩散至生活领域，造成工作和生活的失衡［５２，６０］。 综上，工作压力和工作生活平衡感可能在

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和相关文献综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待检验的 ４ 组研究假设。
Ｈ１：收入显著预测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
Ｈ１ａ：应发工资水平正向预测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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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然而，基本工资占比是由教师的应发工资水平和基本工资水平共同决定的，保障性工资份额大还可能反映了
较低的应发工资水平。 因此，基本工资占比可能会对教师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Ｈ １ｂ：基本工资占比正向预测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
Ｈ １ｃ：工资期望负向预测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
Ｈ２：工作压力在收入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 ２ａ：工作压力在应发工资水平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应发工资水平

负向预测工作压力，且工作压力负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２ｂ：工作压力在基本工资占比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基本工资占比

负向预测工作压力，且工作压力负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２ｃ：工作压力在工资期望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工资期望正向预测

工作压力，且工作压力负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３：工作生活平衡感在收入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 ３ａ：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应发工资水平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应发工

资水平正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３ｂ：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基本工资占比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基本工

资占比正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３ｃ：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工资期望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工资期望负

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收入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作用。
Ｈ ４ａ：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应发工资水平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

作用，即应发工资水平负向预测工作压力，工作压力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

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４ｂ：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基本工资占比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

作用，即基本工资占比负向预测工作压力，工作压力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

向预测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Ｈ ４ｃ：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工资期望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作

用，即工资期望正向预测工作压力，工作压力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且工作生活平衡感正向预测

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为检验以上 ４ 组研究假设，本文建构的路径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路径分析框架图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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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列中介模型检验过程

序列中介模型的检验过程可以通过式（１）至（４）表示：
ＳＷＢ ＝ ａ０ ＋ ａ１ ｉｎｃｏｍｅ ＋ δＸ ＋ ε１ （１）
ｓｔｒｅｓｓ ＝ ｂ０ ＋ ｂ１ ｉｎｃｏｍｅ ＋ δＸ ＋ ε２ （２）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ｃ０ ＋ ｃ１ ｉｎｃｏｍｅ ＋ ｃ２ ｓｔｒｅｓｓ ＋ δＸ ＋ ε３ （３）
ＳＷＢ ＝ ｄ０ ＋ ｄ１ ｉｎｃｏｍｅ ＋ ｄ２ ｓｔｒｅｓｓ ＋ ｄ３ｂａｌａｎｃｅ ＋ δＸ ＋ ε４ （４）

其中，ＳＷＢ 表示教师主观幸福感；ｉｎｃｏｍｅ 表示教师收入（本文将分别检验应发工资水平、基本工

资占比和工资期望的影响）；ｓｔｒｅｓｓ 表示工作压力；ｂａｌａｎｃｅ 表示工作生活平衡感；Ｘ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

量，参考以我国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３２，３４，４２，４５］，本文将以教师岗位类别、性别、是否青年教

师、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任职高校是否为“双一流” 高校作为控制变量。式（１） 的系数 ａ１ 为自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对因变量 ＳＷＢ 的总效应；式（２）、式（３） 的系数 ｂ１、ｃ１ 分别为自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 对中介变量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的效应；式（４） 的系数 ｄ１ 为自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对因变量 ＳＷＢ的直接效应。序列中介模型中的间接

路径共有 ３ 条，乘积 ｂ１ ｄ２ 为“收入 → 工作压力 → 主观幸福感” 路径效应值，乘积 ｃ１ ｄ３ 为“收入 → 工

作生活平衡感 → 主观幸福感” 路径效应值，乘积 ｂ１ ｃ２ ｄ３ 为“收入 → 工作压力 → 工作生活平衡感 →
主观幸福感” 路径效应值，３ 个间接效应值之和为总体间接效应值。本研究将采用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计自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西部地区普通本科学校教师（含专任教师、行政教辅等非专任教师）。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受 Ｃｏｖｉｄ－２０１９ 影响，本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教师主观幸福感及

相关背景信息。 其中，线下主要选取 １ 所非“双一流”高校发放问卷，兼顾性别、年龄、岗位类型发放

纸质版问卷；线上主要通过问卷星进行方便取样。 本研究共调研 ６１ 所西部地区普通本科学校 ６３８ 位

教师，保留作答主观幸福感题目的 ６０４ 个有效样本。 在教师岗位类别方面，３２． ４％的样本教师为非专

任教师，６７． ６％的样本教师为专任教师；在性别方面，４６． ８％的样本教师为男性，５３． ２％的样本教师为

女性；在年龄方面，３５ 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比为 ３９． ４％ ，３５ 岁以上教师占比为 ６０． ６％ 。
（四）变量说明

本研究主要采用路径分析模型估计收入对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以及分析

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其关系中产生的序列中介效应。 涉及的变量及其说明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说明

变量 说明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 １１ 级计分

收入 应发工资水平①
学校应当支付的没有扣除税金和各种社保支出部分的税前收入（单位：
月 ／ 千元）。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年，剔除价格指数影响。 模型中取对数

基本工资占比 基本工资由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构成，计算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的比重

工资期望 教师期望从所在学校得到的实发月收入比现在实发月收入高出的比例

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感知
参考沈红编制的工作压力感知量表［６１］ ，示例题目为“您觉得自己目前教

学压力大吗？”，从“１． 没有压力”到“４． 重度压力”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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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尝试在模型中加入应发工资水平对数的二次项，以检验绝对收入水平与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非线性
关系。 结果表明，应发工资水平对数二次项的系数未达统计学意义显著水平。 也就是说，绝对收入水平与西部地区高
校教师主观幸福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 Ｕ 型或倒 Ｕ 型关系。 因此，在后文分析中，本文仅讨论应发工资水平对教师主
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



续表

变量 说明

工作生活平衡感
工作生活平衡状

态感知

参考 Ｐａｕｌａ 等编制的 Ｗｏｒｋ－ｌｉｆ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６２］ ，示例题目为“目前我

可以很好地分配工作和生活时间”，从“１． 非常不同意”到“５． 非常同意”

控制变量 教师岗位类别 ０ ＝ 非专任教师，１ ＝ 专任教师

性别 ０ ＝ 男，１ ＝ 女

年龄 ０ ＝ ３５ 岁以上，１ ＝ ３５ 岁及以下

健康状态 自评健康状态，从“１． 非常不好”到“５． 非常好”

婚姻状况 ０ ＝ 无配偶，１ ＝ 有配偶

学校层次 ０ ＝ 非“双一流”高校，１ ＝ “双一流”高校

　 　 主观幸福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 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发布一期《世界幸福报告》，该报告使用一道

１１ 级计分的主观性题目测量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测量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众多大型测评使

用者的认可。 与此做法一致，本文要求教师使用 １～ １１ 共 １１ 个等级来评价自身的幸福感，得分越高，
代表教师的幸福感越高。

工作压力。 参考沈红及其团队针对中国大学教师编制的工作压力题目。 本文在教学、科研、总体

压力等压力来源的基础上增加“指导硕博士研究生”题项，以更全面地测量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和

人才培养工作中遇到的压力情况。 量表最终包含 ４ 个题项，采用“没有压力”“轻度压力”“中度压力”
“重度压力”四级计分。 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发现，高校教师工作压力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６４；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ＣＦＩ 为 ０． ９９０，ＴＬＩ 为 ０． ９７１，ＲＭＳＥＡ 为 ０． ０６３，反映该量表的内在一

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良好。
工作生活平衡感。 Ｐａｕｌａ 等编制了一个仅包含 ４ 个题项的工作生活平衡感量表，用以反映个人对

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状态的主观感知，在对教育等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测量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

学特征。 本文使用该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点计分方式（从“１． 非常不同意”到“５． 非常同意”），由教师

对其工作与生活平衡感进行自评。 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发现，高校教师工作生活平衡感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２７；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ＣＦＩ 为 ０． ９９７，ＴＬＩ 为 ０． ９９０，ＲＭＳＥＡ 为 ０． ０６０，反映

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良好。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幸福感现状

本研究中教师幸福感的测量使用１～ １１共 １１ 个等级来评价教师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代
表教师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据统计，西部地区高校样本教师的自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６． ０４ 分，处于

中等水平。 其中，有 ３７． ９％的教师自评主观幸福感在中间等级以下（小于 ６ 分）。 不同特征教师群体

主观幸福感均值差异的结果见表 ２。 结果表明，专任教师与非专任教师、男教师与女教师、３５ 岁及以

下青年教师与 ３５ 岁以上教师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有配偶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

显著高于没有配偶教师（Ｐ ＝ ０． ００１）；自评健康状况较好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显著高于自评健康状

况较差教师（Ｐ ＜ ０． ００１）；“双一流”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显著高于非“双一流”高校教师（Ｐ ＜
０． ００１）。 由此，不同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任职高校类别的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存在显

著差异。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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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特征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差异

样本特征 均值 标准差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ｔ Ｐ

教师身份
专任教师 ６． ０７ ２． ２５ ０． ３２９ ０． ７４２

非专任教师 ６． ００ ２． ４９

性别
男 ５． ９３ ２． ３６ １． １５８ ０． ２４７

女 ６． １５ ２． ３０

青年教师（３５ 岁及以下）
是 ６． ００ ２． ３２ ０． ６３８ ０． ５２４

否 ６． １３ ２． ３５

婚姻状况
有配偶 ６． ２７ ２． ２７ ３． ４４５ ０． ００１

没有配偶 ５． ５８ ２． ３８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较好 ６． ４３ ２． １８ ８． ３５７ ０． ０００

自评健康较差 ４． ５６ ２． ２３

高校类别
“双一流”高校 ７． ３０ ２． ２４ ４． ５７８ ０． ０００

非“双一流”高校 ５． ９０ ２． ３０

（二）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感现状

西部地区高校样本教师的工作压力状况如图 ２ 所示。 本文统计了专任与非专任教师的总体工作

压力状况，以及专任教师的科研压力和学生培养压力、教学压力状况。 结果显示，分别有近 ７０％的非

专任教师、近 ８０％的专任教师总体上存在中度或重度工作压力，可见样本教师感知的工作压力普遍

较大，且专任教师工作压力较非专任教师更大。 其中，专任教师中感知到科研、学生培养、教学工作存

在中度或重度压力的比例分别为 ８０． ５％ 、６６． ７％ 和 ７２． ４％ 。 可见，西部地区高校专任教师面临着较

大的科研和教学压力。 在科研压力方面，量化为主的绩效评价制度驱使高校教师纷纷被卷入学术竞赛

之中，教师不得不追求更多的科研成果以成为“学术竞赛中的优胜者”，从而获得奖励回报或职称晋升。
然而，这可能形成一种无穷尽的竞争，致使教师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大。 本文对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调研

印证了这一结果，超过八成的教师存在较大的科研压力。 在教学压力方面，样本高校教师中有七成感觉

教学压力较大，这可能与样本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有关。 据统计，样本教师平均每周教学工作时间长达

２０． ５ 小时，换言之，平均每周课时量高达 ２０ 课时以上。 与此同时，与科研工作相比，教学工作被认为是

一种相对不那么有声望的工作任务，难以直接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或学术声望提升［６３］，而且一旦出现

教学事故，会被公开批评以及扣发绩效工资，发生重大教学事故很可能会被辞退。

图 ２　 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状况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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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样本教师的工作压力源，将工作压力源主要分为 ４ 类：教学或科研工作要求

（科研发表要求高、教学工作量大、申报省部级以上课题项目和申报科研成果或教学成果奖）、其他工

作要求（真正用于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少、行政工作 ／会议多和事务性工作繁杂）、工作氛围（晋升竞争

激烈、与同事 ／上级关系紧张） 和个人因素 （身体状况不佳、个人经济状况差和知识 ／学历危机）

（如图 ３）。

图 ３　 西部地区高校专任教师与非专任教师工作压力源

由图 ３ 可知，专任教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科研发表和教学任务要求高，而非专任教师的工

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其他行政性工作要求，这与两类教师群体的工作性质相关。 在专任教师样本中，有

超过三分之一的教师将“科研发表要求高”作为首要的压力源。 其次是教学工作量，分别有约 ２０％的

教师将“教学工作量大”“真正用于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少”和“晋升竞争激烈”列为第二或第三压力

源。 在非专任教师样本中，有超过 ２０％ 的教师将“行政工作 ／会议多”作为首要的压力源，还有近

３０％的教师将其列为第二或第三压力源。 此外，在非专任教师中有约三分之一认为“个人经济状况

差”和“事务性工作繁杂”、超过四分之一认为“知识 ／学历危机”是排在前三的压力源。 由此可见，对

于非专任教师来说，个人经济状况差是不少教师的主要工作压力源之一。 这为我们考察收入对于教

师工作压力的影响提供了部分依据。

西部地区高校样本教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状况如图 ４ 所示。 本文分别比较了专任教师与非专任

教师工作生活平衡感的性别差异。 在非专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中，男教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得分均低

于女教师。 独立样本 ｔ 检验表明，非专任教师和专任教师工作生活平衡感的性别差异均在 ０． １ 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非专任教师样本：Ｐ ＝ ０． ０６５；专任教师样本：Ｐ ＝ ０． ０５０）。 男教师的高工作生活失衡感

可以从工作时间角度进行解释，在传统性别角色认知下，男教师在收入和购置住房上感知到的压力更

大［６４］，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于工作之中以换取符合预期的经济回报。 据统计，样本教师中有

４４． ６％的男教师周工作时间超过 ５６ 小时，而女教师的这一比例（３６． ８％ ）比男教师低约 ８ 个百分点。

对于专任教师而言，较长的工作时间突出表现在科研和行政管理任务两方面，男教师平均每周科研时

间比女教师多约 ３ 个小时（Ｐ ＝ ０． ０１８），男教师中兼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比例显著（１１． ９％ ）高于女教师

（４． ２％ ，Ｐ ＝ ０． ００１）。 过长的工作时间会挤占教师的生活时间，并且工作时空相对灵活的任务类型更

容易溢出到生活领域，由此高校男教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较低。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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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工作生活与平衡感的性别差异

（三）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收入与教师幸福感之间的序列中介作用检验

１．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应发工资水平与工作生活平衡感、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压力不相关；基
本工资占比与工作生活平衡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基本工资由教师职级、薪级决

定，差异不大，因而基本工资占比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低工资水平；工资期望与工作压力显著正相关，
与工作生活平衡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０． ２；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

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工作生活平衡感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见表 ３）。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

初步判断，工作压力与应发工资水平、基本工资占比不存在显著相关，有待后文路径分析部分控制其

他变量后进一步讨论。 基本工资占比反映了工资的保障性作用，然而由于我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差

异不大且水平较低［６５］，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可能有限。 其他结果均支持本文假设 Ｈ １ａ—Ｈ ４ａ、Ｈ １ｃ—
Ｈ ４ｃ，不过仍有待后文路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

表 ３　 关键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应发工资水平 基本工资占比 工资期望 工作压力 工作生活平衡感 主观幸福感

应发工资水平 １

基本工资占比 － ０． ４３２∗∗∗ １

工资期望 － ０． ０７５ ０． １２１∗ １

工作压力 － ０． ０３１ ０． １１１ ０． ２２８∗∗∗ １

工作生活平衡感 ０． １２８∗∗ － ０． ２１６∗∗∗ － ０． ２５０∗∗∗ － ０． ３２１∗∗∗ １

主观幸福感 ０． １７１∗∗∗ － ０． ２５３∗∗∗ － ０． ２１４∗∗∗ － ０． ２９５∗∗∗ ０． ５２１∗∗∗ １

均值 ５． ３９ ０． ５６ ０． ３６ ２． ０４ ３． ００ ６． ０４

标准差 ４． ０９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０． ６８ ０． ７７ ２． ３３

　 　 注：∗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２． 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的序列中介作用检验

使用路径分析模型分析教师收入、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

径，分析结果如图 ５ 至图 ７ 所示。 图 ５ 表明，在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幸福感的

影响路径中，应发工资水平显著负向预测工作压力（Ｂ ＝ － ０． ２６７∗∗），显著正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

（Ｂ ＝ ０． ２５２∗∗）；工作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Ｂ ＝－ ０． １８３∗∗∗），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Ｂ ＝－ ０． ３５７∗∗∗）；工作生活平衡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Ｂ ＝ １． １６５∗∗∗）。 而且，应发工资水平对

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是显著的（Ｂ ＝ １． １６９∗∗∗），假设 Ｈ １ａ得到验证。 进一步结合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４。 在考虑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感的中介作用后，应发工

资水平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为正（Ｂ ＝ ０． ７２３，９０％ＣＩ ＝ ［０． ２６４，１． １８４］）；应发工资水平通过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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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值为 ０． ０９５（９０％ ＣＩ ＝ ［０． ０２２，０． ２５０］），表明随着应发工资水平的提

高，教师感知到的工作压力水平显著降低，进而负向影响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假设 Ｈ ２ａ得到验证；应
发工资水平通过工作生活平衡感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值为 ０． ２９４（９０％ＣＩ ＝ ［０． ０８５，０． ５５８］），表明随

着应发工资水平的提高，教师感知到的工作生活平衡感显著增加，进而正向影响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假设 Ｈ ３ａ得到验证；应发工资水平通过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值为 ０． ０５７
（９０％ＣＩ ＝ ［０． ０１５，０． １４７］），表明应发工资水平提高会使教师的工作压力水平显著降低，进而增加教

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最终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显著增加，假设 Ｈ ４ａ得到验证。 由此可知，应发工资

水平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 ３ 条间接路径均成立，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 ６１． ８％ ，总体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 ３８． ２％ 。

图 ５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序列中介模型

图 ６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序列中介模型

图 ７　 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序列中介模型

注：图 ５ 至图 ７ 中路径系数图均为未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表 ４　 教师收入、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

路径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９０％Ｂｏｏｔ ＣＩ 下限 ９０％Ｂｏｏｔ ＣＩ 上限

Ａ：应发工资水平

直接效应 ０． ７２３ ０． ２８２ ０． ２６４ １． １８４

总体间接效应 ０． ４４６ 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９ ０． ７３２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幸福感 ０． ０９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２ ０． ２５０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０． ２９４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５ ０． ５５８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５ ０． １４７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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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９０％Ｂｏｏｔ ＣＩ 下限 ９０％Ｂｏｏｔ ＣＩ 上限

Ｂ：基本工资占比

直接效应 － ０． ６９１ ０． ６８２ － １． ８６２ ０． ４０１

总体间接效应 － ０． ８９２ ０． ３７０ － １． ５６８ － ０． ３４６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幸福感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５ － ０． ３０６ ０． ０２５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７７０ ０． ３６７ － １． ４５０ － ０． ２５１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４５ ０． ００４

Ｃ：工资期望

直接效应 － １． ４５４ ０． ５７９ － ２． ４６５ － ０． ５３７

总体间接效应 － ０． ６９６ ０． ２６４ － １． １９６ － ０． ３１８

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幸福感 － ０． ２１１ ０． １２９ － ０． ４７８ － ０． ０４２

工资期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３５１ ０． ２２８ － ０． ８０１ － ０． ０２１

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６５ － ０． ２７２ － ０． ０５１

　 　 注：表中报告的效应值为非标准化效应值；Ｂｏｏｔ 标准误、ＢｏｏｔＣＩ 下限和 ＢｏｏｔＣＩ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计的标准误差、９０％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 ２ ０００），９０％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则表明路径成立；所有数

值保留 ３ 位小数

在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见表 ４ 和

图 ６），基本工资占比显著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Ｂ ＝－ ０． ６００∗∗∗），对工作压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工作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Ｂ ＝－ ０． １８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工作生

活平衡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Ｂ ＝ １． ２８３∗∗∗）。 而且，基本工资占比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

为负（Ｂ ＝－ １． ５８３∗∗∗），假设 Ｈ １ｂ不成立。 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结果表明，基本工资占比对教师

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中仅“基本工资占比→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路径成

立，即假设 Ｈ ３ｂ成立，假设 Ｈ ２ｂ和 Ｈ ４ｂ不成立。 基本工资占比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间接

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为 ４３． ５％ 、５６． ５％ 。
在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见表 ４ 和图 ７），

工资期望显著正向预测工作压力（Ｂ ＝ ０． ６１１∗∗∗），对工作生活平衡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工作压力显

著负向预测工作生活平衡感（Ｂ ＝－ ０． １８６∗∗），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Ｂ ＝－ ０． ３４６∗∗）；工作生活平

衡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Ｂ ＝ １． １８７∗∗∗）。 而且，工资期望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显著为负（Ｂ

＝－ ２． １５０∗∗∗），假设 Ｈ １ｃ得到验证。 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结果表明，工资期望对教师主观幸福

感的直接效应和 ３ 条间接路径均成立，即假设 Ｈ ２ｃ、Ｈ ３ｃ、Ｈ ４ｃ均成立。 工资期望对教师主观幸福感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为 ６７． ６％ 、３２． ４％ 。
３． 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从表 ５ 呈现的结果来看，收入对

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在男教师和女教师之间存在差异。 在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工作生活

平衡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对于男教师来说，应发工资水平主要通过工作生活平衡感间接影响教

师主观幸福感，即提高绝对工资水平可以显著增加男教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进而提升教师主观幸福

感；对于女教师来说，应发工资水平直接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３ 条间接路径均不成立，即提高绝对工

资水平可以直接促进女教师积极的情绪体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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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对于男教师来说，基本工资

占比主要通过工作生活平衡感间接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即基本工资占比越大，男教师工作生活平衡

感越低，进而主观幸福感越低；对于女教师来说，基本工资占比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均不成立。
在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对于男教师来说，工资期望对教

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总体间接效应均显著，其中，“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
幸福感”间接路径成立，表明缩小工资期望既可以直接提升男教师主观幸福感，又可以通过工作压

力、工作生活平衡感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比较样本男教师和女教师的工资期望

可知，男教师期望工资提高 ３８． ６％ ，显著高于女教师期望工资提高的比例（３２． ８％ ，Ｐ ＝ ０． ００３），表明

男教师对目前工资不满的平均程度更高，这可能直接影响男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而对于女教师来说，
工资期望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总体间接效应显著，其中“工资期望→工作压力→
幸福感”和“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两条间接路径成立，表明缩小工资期

望可以通过减轻女教师工作压力，进而提高其工作生活平衡感，最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表 ５　 不同性别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路径

男教师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９０％ＣＩ

女教师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９０％ＣＩ

应发工资水平

直接效应 ０． ２３３ ０． ３６３ ［－ ０． ３５１，０． ８３８］ １． １６１ ０． ５１７ ［０． ３９７，２． ０７４］

总体间接效应 ０． ６９７ ０． ２５４ ［０． ３２３，１． １６８］ ０． ０９５ ０． ２５２ ［－ ０． ３２８，０． ４７８］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幸福感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７ ［－ ０． ０４６，０． ３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８９，０． ２５１］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生活平衡感→幸

福感
０． ５４２ ０． ２４６ ［０． １９６，１． ０２０］ ０． ０６０ ０． ２３４ ［－ ０． ３０４，０． ４４８］

应发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工作生活

平衡感→幸福感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０１，０． ２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４７，０． １２５］

基本工资占比

直接效应 － ０． ４７９ ０． ８３３ ［－ ２． ０５６，０． ７５９］ － １． ８４１ １． ２７４ ［－ ３． ９８１，０． ２０９］

总体间接效应 － ０． ７０４ ０． ３９７ ［－ １． ４３１， － ０． １２１］ － １． ０４０ ０． ８４３ ［－ ２． ５７７，０． １９４］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幸福感 － ０． ０４１ ０． １２６ ［－ ０． ３９４，０． ０６６］ － ０． ０７３ ０． ２５２ ［－ 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４］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生活平衡感→幸

福感
－ ０． ５８２ ０． ３５９ ［－ １． ２５５， － ０． ０７３］ － ０． ８９２ ０． ９０２ ［－ ２． ６７４，０． ３０７］

基本工资占比→工作压力→工作生活

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９３ ［－ ０． ３３６，０． ００６］ － ０． ０７４ ０． １６８ ［－ ０． ５７１，０． ０４９］

工资期望

直接效应 － １． ２７７ ０． ７５９ ［－ ２． ５０８， － ０． ０４８］ － １． ２４１ ０． ９３５ ［－ ２． ８５９，０． ２０９］

总体间接效应 － ０． ６３３ ０． ３２８ ［－ １． ２２２， － ０． １４３］ － ０． ７５２ ０． ４８５ ［－ １． ６７６， － ０． ０５６］

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幸福感 － ０． ０８０ ０． １２２ ［－ ０． ３６３，０． ０５２］ － ０． ３５１ ０． ２７９ ［－ ０． ９４８， － ０． ０１５］

工资期望→工作生活平衡感→幸福感 － ０． ４６１ ０． ３１３ ［－ １． ０１６，０． ０１５］ － ０． ２２０ ０． ３６９ ［－ ０． ９３０，０． ２９２］

工资期望→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

感→幸福感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３ ［－ ０． ２７３， －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８１ ０． １２２ ［－ ０． ４８４， － ０． ０４５］

　 　 注：表中的效应值为非标准化效应值；Ｂｏｏｔ 标准误、ＢｏｏｔＣＩ 下限和 ＢｏｏｔＣＩ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估

计的标准误差、９０％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 ２ ０００），９０％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则表明路径成立；所有数值保

留 ３ 位小数

·８４·

重庆高教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在线投稿：ｈｔｔｐ： ／ ／ ｙｘｘｙ． ｃｂｐｔ．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五、结论与讨论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探讨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本文以中国西部地区高

校教师为研究对象，使用路径分析模型检验收入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工作压力、工作

生活平衡感在其中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关于收入因素的指标选择，本文既考虑到讨论较多的绝对收

入与相对收入，又引入工资结构指标，以探讨衡量教师收入的 ３ 个指标分别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怎样

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讨论了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在不同性别教师群体中的差异。 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一）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年龄差异，在不同婚姻状况、健康状

况和高校类别教师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性别差异方面，在传统性别角色认知中，男性为公共领域主导者而女性为私人领域主导者，形
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而现代性别观念强调打破性别传统分工，两性共同承担

社会与家庭责任［６６］。 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高，体现了性别

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从幸福感性别差异研究来看，性别分工模式转变致使女性对劳动力市场预

期提高，男性与女性的幸福感差异逐渐消减，这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尤为凸显。 本文对高校教

师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分析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年龄差异方面，虽然统计学意义不显著，但是 ３５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相对较低的幸福体验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３７－３８］，这与青年教师面临的多重压

力（晋升、考核、租房和买房、抚育子女等）不无关系。
本文关于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分析与既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稳定和谐的婚姻关

系、自我感知较好的健康状态与个体的积极体验密切相关。 在高校类别差异方面，“双一流”高校教

师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双一流”高校教师。 这可能是由于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双一流”
高校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因而，任职于“双一流”高校教师的发展机会、工作条件等可能优于其

他高校，而且“双一流”高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年终奖励性绩效均明显高于非“双一流”高校教师，
这为“双一流”高校教师在工作与生活上带来了更多积极情绪体验。

（二）应发工资水平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本工资占比和工资期望有显

著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直接回应了本文的核心问题之一，提高工资水平、缩小期望与实际工资差距，可以有效

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同时，该结论也表明，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高校教师职业群体

而言，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高度相关［１３，２７］ 同样适用。 受到地区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西
部地区高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教师，与人力资本不匹配的工资水平难以满足教

师预期，会极大地挫伤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积极体验，这也是近年来西部地区高校人才流失严重的主

要原因之一。
不过，工资结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未出现本文预期结果。 由前文可知，基本工资占比与应发

工资水平呈较强负相关（ ｒ ＝－ ０． ４３２），基本工资占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低工资水平。 因此，本文进

一步在控制应发工资水平后，检验基本工资占比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工资占

比仍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不过这一预测作用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 由此可见，在应发工资水平保持

不变的前提下，保障性工资份额的增加不会带来教师幸福体验的增加，这可以用双因素激励理论进行

解释，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不满意但不会促生积极态度。
（三）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收入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该结论拓展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收入作用机制的讨论，验证了收入通过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

·９４·

胡咏梅，元静． 涨薪能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吗：基于工作压力与工作生活平衡感的序列中介效应分析［Ｊ］ ．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６）：３４－５４．



间接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路径。
１． 工作压力在应发工资水平、工资期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范琳波等以云南省某综合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回报、内在付出和付出－回报失衡与高校教

师不良生理和心理健康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６７］。 本文研究结果同样印证了这一结论。 结合压力源

分析可知，个人经济状况差是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尤其是非专任教师）的主要压力源之一。 由此，与
期望存在过大差距的低工资水平会触发教师压力反应，进而减少教师的幸福感体验。

２． 工作生活平衡感在 ３ 项收入指标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均发挥中介作用

收入会对个体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产生广泛影响，这是因为收入本身可能影响其他

生活环境［２７］。 从这一角度来看，收入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作以外的生活质量或休闲体验，进而削弱

由工作溢出到生活而造成的不平衡感。 生活质量的提高主要与绝对收入水平相关，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衡量相对收入的工资期望指标没有对工作生活平衡感产生显著预测作用。
３． 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应发工资水平、工资期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序列中介作用

这与溢出理论的假设一致，在工作压力水平较低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对家庭等生活领域的干扰更

小，个体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与情感投入生活中［５３－５４］。 因此，对于西部地区高校教师而言，提高工资水

平、满足工资期望可以降低教师对工作压力的感知水平，减小工作压力对工作－生活平衡感的负面影

响，进而提升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四）收入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工作生活平衡感在男教师中发挥更

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工作压力在女教师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中介作用

在性别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女性群体因教育水平、收入待遇等方面不同而严重分化，
不同阶层地位和利益群体的女性对性别关系的认知和诉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６８］。 高校

教师属于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群体，其配偶（或伴侣）往往具有同质性。 因而，在高校教师

及其组建的家庭中，女性可能会对现代性别平等观有更高的认知与诉求，更为强调男性和女性共同承

担工作和家庭责任。 然而，外部社会对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认知仍然存在，通过工作付出换得劳动报

酬更符合社会对男性的传统期望。 在这种双重作用下，男教师更容易在工作中体验到工作与生活的

冲突。 据课题组调研，西部地区高校男教师的工作生活平衡感显著低于女教师，男教师和女教师的工

资水平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因此，当男教师在工作中获得的经济回报水平较低时，更有

可能转化为工作与生活失衡感，进而影响到主观幸福感。
需要注意的是，样本中女教师期望工资提高 ３２． ８％ ，与期望不符的工资水平会通过触发压力反

应损害女教师的积极体验。 尽管人们对两性权利与责任平等的观念和意识有所增强，然而职场中性

别壁垒的现实仍然较为顽固地独立于性别观念之上，这种现实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也不例外。 有学

者指出，高校女教师在教育和学术领域核心圈层处于缺席状态［６９］，女教师极少担任学校领导岗位，晋
升高级职称难度大于男教师［７０］，所获得的学术资源也相对欠缺［７１］。 本文将工资期望看作是教师社

会比较之后的结果，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反映了教师对实际收入水平的不满，而对处于职场弱势地位的

女教师来说，这种不满更可能触发其在工作中的消极情绪体验。 比较样本中不同性别专任教师的工

作压力可知，女教师在教学、学生培养、科研和总体工作压力上有中度或重度压力的比例均高于男教

师，高出约 ５ ～ １２ 个百分点。 其中，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女教师总体工作有中度或重度压力的比例

（８３． １％ ）在 ０． １ 显著性水平上高于男教师的这一比例（７５． ２％ ）。 随着工作中消极情绪体验的增加，
女教师的幸福感会降低。

六、研究局限与贡献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局限。 首先，本文基于横截面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对西部地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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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但并未收集纵向数据或进行实验研究，因此在严格意义上难以

得到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尽管既有研究的经验证据能够支持本文理论模型的因果方向，但希

望后续研究能够使用体现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为通过增加收入来提升教师幸福感提供更为充分的

证据。 其次，我国高校工资条目差异较大，难以统一调查口径，因此对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工资

调查存在缺失。 受此限制，本文关于工资结构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讨论仅局限于基本工资占比，希望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通过教育行政部门获取更为全面、准确的教师工资数据，以考察各项工资指标对

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本文关注了不同收入指标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

分析了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首先，本文将研

究对象拓展到高校教师。 既有关于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没有区分研究对象的职业，研究结

论具有普遍性。 然而，个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工作环境中付出劳动后交换的货币性报酬，不同职业

群体可能存在职业特殊性，由收入带来的心理过程及其结果需要来自不同职业群体的经验证据。 本

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校教师，丰富了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教师幸福感研究的有益

补充。 其次，本文讨论了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既有研究对于收入影响机制的分析多集中

于不同情况下影响差异的分析，鲜有研究通过路径分析模型来检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
本文证明收入可以通过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间接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

析了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并从性别视角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阐释。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提升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幸福感具有政策启示。 针对当前

西部地区高校教师较低的工资水平及其对教师积极体验的不良影响，首先，国家应当在对高等教育的

财政拨款中，加强对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投入，引导高校提高人员经费支出比例与薪酬支出

占比。 在完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人员经费支出增长与高校经费收入增长挂钩的

投入机制，保证绩效工资支出和福利待遇支出的稳步增长。 逐渐缩小教师实际工资与期望工资的差

距，以更好地发挥工资激励作用。 其次，高校应多渠道了解教师工资期望，科学评估教师的工作业绩

与贡献，避免工资水平与教师实际付出不符、相同能力教师之间存在较大工资差距等问题发生，提升

教师薪酬公平感，以缓解教师因工资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消极情绪。 最后，高校可以兼顾经济性激励

和非经济性激励，及时通过相关调查了解教师对于薪酬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为教师创设自由、宽松、和
谐的学术氛围和工作环境，发挥高校教师工作自主性、弹性工作时间等优势，满足高校教师自主教学

与科研的内在需要，并促使其在工作和生活状态中达到平衡，从而提升高校教师群体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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